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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双碳”目标驱动下，城市分布式新能源的快速发展与传统城市空间规划的滞后性之间

的矛盾日益突出，能源供需的时空错配问题愈发凸显。本文旨在系统性地探究供需平衡导向下的

城市空间优化路径，以应对传统城市规划滞后性可能加剧的能源供需错配挑战，并构建相应的多

尺度调控与治理框架。文章遵循“格局研判—因素诊断—策略构建”的逻辑对现有研究进行梳理

与整合：首先，总结了文献中揭示的分布式新能源生产空间与消费空间的“源荷分离”格局；其

次，归纳了分布式新能源供需的多尺度影响因素，并综合诊断了城市密度、容积率等关键空间要

素在抑制供给与节约需求之间存在的内在矛盾；最后，在对现有策略进行评述的基础上，构建了

一套整合了多尺度空间调控与多维度治理的优化策略体系，涵盖多中心城市结构、混合土地利用、

物质空间精细化调控，以及宏观规划整合与微观社区协同等方面。本研究为推动分布式新能源与

城市空间的协同发展、助力城市高质量转型提供了系统性的理论框架与科学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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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全球气候变化加剧的背景下，亟需推进城市能源系统从“高碳依赖”向

“低碳自给”的绿色化转型，实现城市能源“生产-消费-减排”的系统性集成[1-3]。

大力发展高效、清洁能源成为实现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的关键路径[4]。

截至 2024 年，全球清洁电力占比首次突破 40.9%，其中分布式光伏和风电贡献

显著，城市分布式新能源的爆发式增长正推动全球能源体系从集中式向去中心化

转变[5]。城市分布式新能源是指风、光、生物质能等相对较低能源密度而就地产

消的可再生能源，能够激活建筑屋顶、交通廊道等低效空间，有效提升城市空间

复合利用率，已成为实现清洁能源转向与空间高效利用的重要抓手[6-7]。 

中国明确提出“到 2030 年实现碳达峰，到 2060 年实现碳中和”的战略目标
[8-9]。在―双碳‖目标的驱动下，分布式光伏发电量达 3462 亿千瓦时，占光伏发电

量的 41%
[10]。但中国城市普遍存在空间规划与能源系统的割裂状态[11]，呈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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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分布式新能源发展的空间适配双重挑战[12]。一方面，光伏、风能等多类型

新能源因其技术特性而呈现出差异化的城市空间需求，导致生产空间呈现出碎片

化特征，例如光伏发电在空间载体上高度依赖建筑屋顶和立面，通常在午间达到

发电高峰；另一方面，居住、工业等多功能区的能源消费同样存在时空特性与差

异显著，例如工业区长期稳定的高负荷消费、商业区则呈现为昼高夜低的消费需

求、住宅区则呈现早晚双峰的消费特征，并且长期存在局部地区、局部时段消纳

难的问题[13]，最新的研究已将这种复杂的时空错配问题进一步解构为总量的“数

量错配”、峰值的“时段错配”以及曲线的“形态错配”三个核心维度，为系统

性地理解和应对能源消纳问题提供了分析框架[14]。总而言之，分布式新能源项

目建设和市场需求不匹配所导致的供需之间的时空错位，使得分布式新能源在有

限的城市空间中难以兼顾经济性与产能需求，一度陷入“效率-空间悖论”[15]。

因此，深入探究分布式新能源与城市空间的互动关系，研判供需平衡导向的城市

空间利用方案与优化调控举措具有重要的政策价值与战略意义。 

 

图 1 中国历年弃风弃光情况（2015-2024 年） 

Fig.1 Historical Statistics (2015-2024) on Wind and Solar Curtailment in China  

资料来源：中国政府网、人民网、中国经济网等相关网站 

基于对城市分布式新能源与城市空间协同发展的系统性思考，本文总结城了

市分布式新能源的“生产-消费”空间利用格局与分异规律。在此基础上，进一

步归纳城市分布式新能源产消的多尺度影响因素，并系统诊断当前城市空间利用

在适配分布式新能源时所面临的核心矛盾。通过评述当前城市空间承载分布式新

能源面临的主要问题和症结，进而提出城市分布式新能源供需平衡导向下多尺度、

多维度的城市空间优化策略体系，为推动分布式新能源与城市空间协同发展、助

力实现“双碳”目标下的城市高质量转型提供科学参照。 

2 城市分布式新能源的空间利用格局 

2.1 生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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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新能源的生产空间本质上是城市对自然能源禀赋捕获与转化能力的

地理体现，其空间分布受建成环境和功能布局深刻影响。 

从空间集聚特征来看，高产能节点主要集中于两类空间：首先是以大型工业

园区和物流仓储基地为代表的工业集中区，这些区域大面积连续的屋顶资源为规

模化光伏矩阵提供了空间载体。例如，京能（锡林郭勒）发电有限厂区内的厂房

和车间屋顶是分布式光伏发电的主要空间载体[16]。其次是由政策驱动的先行示

范区，在“双碳”目标导向下通过设立试点社区对公共建筑等空间载体展开连片

开发。这两类空间多位于城市郊区和新开发区，因生产潜力高且安装阻力小成为

分布式能源主要集聚区。与之相对，低产能区域（不适宜区域）主要集中于两类

约束性空间：其一是城市开发敏感区，主要涵盖历史风貌保护区及自然保护区等

开发活动受到严格控制的空间。其中，历史风貌保护区的建筑改造受到严格限制，

其核心目标在于维护建筑原真性、完整性与历史美学价值；而自然保护区则面临

核心生态约束，任何可能干扰生态系统完整性与生物多样性的开放活动均受到限

制。其二是高密度老旧住宅区，其存在着显著的制度性障碍与技术性瓶颈。例如，

产权归属复杂、利益协调困难等制度性障碍导致项目推进流程繁琐且成本高昂；

而既有建筑结构承载力不足等技术性瓶颈难以满足分布式屋顶光伏系统规模化

安装的荷载要求，严重制约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生产的规模化部署，进而导致其整

体产能效率显著低下。 

从空间载体类型来看，不同城市空间载体的产能特征存在显著差异。工业空

间因其厂房屋顶和闲置空间广阔，备部署大规模、多类型分布式能源的条件；而

独栋或联排别墅拥有独立的屋顶产权和较大的屋顶面积，是发展户用光伏的重点

区域。大型公共建筑与商业设施如政府大楼、学校、医院、会展中心、购物中心

等，其屋顶面积较大，且通常位于负荷中心，有利于就地消纳。此外，开放空间

（如城市绿地）通过设施融合实现分布式能源生产与景观功能的协同[17]，但其

适用性受生态敏感度影响较大[18]。此外，交通空间也是分布式新能源生产的关

键场域铁路、公路、城市道路及交通枢纽都存在宜能的生产性空间[19]。 

综上所述，城市分布式新能源的供给潜力呈现出显著的空间分异格局。高密

度的城市中心区，由于高楼林立、阴影遮蔽严重，其单位土地面积的光伏发电潜

力和能源自给能力反而相对有限。相反，城市周边区域，如郊区的低密度住宅区

和拥有大面积平整屋顶的工商业园区，往往具备更优越的光伏安装条件和更大的

供给潜力。 

2.2 消费空间 

城市能源消费在空间上表现出明显的集聚效应，在大型工业区和城市中心区

形成若干高负荷中心。大型工业区集中了大量生产用能，通常是城市中能源消费

强度最高的区域；城市中心区，特别是中央商务区和人口密集的核心建成区因其

高密度的办公楼宇、商业设施和集中的人流，形成了电、热、冷等多种能源需求

的负荷中心。以纽约市为例，办公楼大量集中的中央商务区商业建筑能源使用强



度可高达 250-350 kBTU/平方英尺，远高于城市平均水平，其能耗高峰集中于工

作日的白天[20]。山东省潍坊市的能源消费热点区域高度集中于中心城区及几个

外围工业城镇，并呈现出以建成区为核心、连片向外扩散的分布态势[21]。在东

莞市，住宅建筑的用电量呈现由中心向郊区递减的梯度分布，商业建筑的用电量

高峰集中于城市中心和主要商业城镇，工业建筑用电量则存在明显的空间集聚效

应，工业发达的城镇具有许多高能耗的局部集群[22]。 

城市内部不同功能区的能源需求差异巨大，工业区和商业区的能源消费强度

最高。工业区的能源消费模式较为稳定，主要受生产班次影响，形成持续性的高

负荷，其消费场景主要是维持工业流程和机械设备的运行。与工业区不同的是，

商业区的高强度能源消费的时间节律与商业活动高度同步，通常在白天形成用能

高峰，而在夜间消费量急剧下降。住宅区的能源消费量在城市能源消费中也占有

较大比重，其消费节律与居民的日常作息模型紧密相关，表现出显著的早晚双峰

模式[23]。以分布式光伏为例，其发电出力曲线呈典型的正午高、早晚低的单峰

形态，高峰通常出现在中午 12:00 至下午 2:00。然而，城市的需求侧曲线却复杂

多样：商业办公区的用电高峰（约上午 9:00 至下午 5:00）与光伏出力有较好重

叠，但仍存在早晚时段的缺口；而住宅区的用电负荷则呈现显著的“反周期”特

征，其早高峰和晚高峰恰好是光伏出力很低或为零的时段。这种现象在可再生能

源渗透率高的地区尤为突出，形成了著名的“鸭子曲线”（Duck Curve）问题，

即午间因光伏大发导致净负荷极低，而日落后需求激增导致电网爬坡压力巨大，

这极大地挑战了电网的稳定性[22]。此外，城市交通网络（主干道、枢纽）和特

定大型公共设施（医院、体育场等）也因其特殊功能而构成局部能耗高点[24-25]。 

尽管分布式新能源发展迅速，但其供给量仍远小于城市总需求，大量高耗能

区域仍主要依赖传统能源。因此，精准识别这些高耗能区域的空间分布特征，并

深刻理解其背后的形成机制，是实现供需有效匹配与城市能源转型的重要前提。 

3 城市分布式新能源的空间利用影响因素 

城市分布式新能源的供需空间格局，是多尺度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供给潜

力的分布主要遵循物理几何逻辑，而需求负荷则由社会经济活动主导。 

3.1 宏观尺度：城市形态与空间结构 

城市的宏观空间格局是决定能源消费基底和交通能耗规模的根本因素，其中

城市形态是影响能源消费的核心因素之一。以低密度、功能单一、职住分离为特

征的城市蔓延模式，会增加居住、就业和商业设施的物理距离，从而导致居民对

小汽车的依赖增强，被大量研究证明与更高的能源消耗直接相关。相反，以高人

口与建筑密度、功能混合为特征的―紧凑城市‖发展模式，通过缩短出行距离和发

展公共交通，能有效降低交通领域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26-27]。此外，城市空间形

态的量化指标也深刻影响能源效率。空间集聚度和中心性越高的城市，其能源密



集利用的效率也越高，因为高度集聚和中心化的结构有利于能源的集中供应，减

少输配损耗。 

同时，作为宏观关键变量的城市密度，其对供给潜力的效应具有两面性。一

方面，高密度开发能够促进分布式新能源的规模化生产。以高密度、功能混合为

特征的紧凑型城市形态，通过建筑屋顶资源的集中连片分布，更有利于形成规模

化的分布式能源生产布局[28]。相反，低密度蔓延的城市发展模式，由于建筑分

散、用地单一，导致分布式新能源生产设施难以形成规模效应，单位面积产能普

遍较低[30]。另一方面，建筑容积率和建筑密度越大，屋顶可用于布置光伏的有

效面积就越小；而且，高密度、高容积率的城市形态往往伴随着严重的建筑间相

互遮挡，这会显著削减屋顶和墙面的太阳辐射得热，从而大幅降低光伏发电的有

效潜力[26]。  

3.2 中观尺度：土地利用与功能分区 

从供给侧来看，规划行为通过赋予土地不同的功能属性，并施加相应的管制

规则，从根本上决定了不同城市空间的能源生产潜力。工业园区、物流仓储区及

大型商业区因其拥有大面积、产权单一的连续性屋顶，且社会接受度高、开发限

制少，成为分布式光伏部署的“潜力高地”。此外，城市中的交通基础设施用地

（如高速公路沿线、停车场顶棚）和部分公共设施用地也为能源生产提供了新的

空间载体。与之相对，居住区的生产潜力则呈现内部分化：低密度住宅区因独立

的屋顶产权而易于推广户用光伏，而高密度住宅区则常因产权分散、屋顶空间受

限和结构安全等问题导致潜力难以释放。同时，历史风貌保护区、生态敏感区等

特殊功能区，其土地利用法规通常严格限制新能源设施的安装，构成了能源生产

的刚性约束区。因此，中观尺度的土地利用规划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划定了城市能

源生产的优势区与限制区。 

在城市内部，土地利用的类型及其空间组合方式，直接决定了能源消费热点

区域的分布和时空节律。首先，单一功能的土地利用分区固化了区域的能源消费

特征。不同功能区具有截然不同的能源消费强度和特征：大型工业区通常表现为

高强度的、持续性的基底负荷；中央商务区（CBD）以白天的制冷和照明需求为

主，形成巨大的日间峰值；而大规模的纯居住区则呈现典型的早晚双峰模式。这

种功能分区是导致城市能源消费空间异质性的最直接原因。此外，功能区的混合

程度，尤其是居住、办公、商业、休闲等功能的复合，是解决城市低效能源消耗

的重要手段。功能混合、公交导向（TOD）的城市空间结构，能有效缩短出行距

离，提高公共交通分担率，从而降低交通能耗。 

3.3 微观尺度：物质与社会经济空间差异 

在微观层面，物质空间形态是决定供给潜力的基础，并与经济社会因素共同

加剧了能源供需的空间异质性。 

首先，物质空间形态是能源供需的基础载体。在供给侧，建筑屋顶的可利用

面积、倾角、朝向和几何形状向是光伏设备安装容量和效率的基础。在高纬度地



区，按最佳倾角安装可使分布式光伏发电量提升超过 20%，建筑高度、宽度比与

太阳能可用性呈现显著正相关[26]，能够通过适当提高容积率、控制建筑间距实

现太阳能利用潜力的有效提高。建筑年代、结构类型和产权状况等物理属性直接

影响设备安装可行性：新建建筑因考虑新能源适配性，分布式新能源安装率相对

较高，而老旧小区受制于结构安全和产权纠纷，安装率普遍较低。在需求侧，建

筑的高度、新旧、类型和品质，直接影响能源消耗。能源消耗量随建筑高度升高

而增加，办公楼每增加一层，其用电量和化石燃料使用量分别增加  2.4% 和 

2.9%
[31]；10层以上的高层建筑比 5层以下的低层建筑的单位面积用电量增加 76%。

新建的高档商品房社区，由于其居民通常拥有更多的家用电器和更高的舒适度要

求，其人均能耗往往高于老旧社区[31]。同时，老旧建筑集中区域因保温性能差

等问题，供暖与制冷能耗也可能较高。 

此外，城市经济空间差异同样是制约新能源生产设施布局的重要因素。分布

式新能源的开发利用前期需要高昂的成本投入，经济实力相对薄弱的城市在相关

设施的布设上面临严峻挑战[33]。在同一城市内部，不同街道的经济发展水平也

可能导致新能源设施建设的空间差异。较为富裕的街道更能吸引投资和政策支持，

进而促进新能源设施的建设，而经济不发达的街道则可能因缺乏资金和技术支持

而处于劣势。公众认同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城市分布式新能源的生产布局[14]。老旧

小区住户通常对于新能源技术接受度较低，而高新住宅小区住户通常更容易接受

新能源技术，进而促进了分布式能源生产设施布局。同时，居民的社会经济条件

和生活方式也在空间上产生分化，不同收入阶层的家庭，其能源消费水平和结构

存在显著差异。随着环保意识的觉醒和对可持续生活方式的追求，部分消费者会

主动选择节能产品和绿色能源，这种消费行为的转变也可能在不同社区呈现出集

聚特征，从而影响局地的能源消费模式[31]。 

3.4 外部因素：政策制度 

政策制度是推动城市分布式新能源发展的关键外部驱动力。不同类型的政策

制度则展现出不同的影响效应，例如，技术发展政策能够普适地推进新能源发展，

综合规划政策的影响在新能源潜力较低的省份更重要，市场管理政策的影响则对

潜力更大的省份更显著[34]。有效的政策不仅能提供经济激励[36]，更能通过顶层

设计与空间规划相结合，为可再生能源发展提供法律和空间保障。世界各国的实

践为此提供了丰富经验。例如，德国的《可再生能源法》（EEG）早期通过实施

高额的固定上网电价，为投资者提供了长达 20 年的稳定收益预期，是德国分布

式光伏实现快速增长的制度基石。在空间规划层面，德国通过划定风能和太阳能

优先区，系统性地将能源生产融入国土空间[37][38]。与此同时，政策制度还可能

通过技术扩散和企业迁移，对邻近地区产生非线性的空间溢出效应[39][40]，如低

碳城市试点政策不仅促进了本地节能技术的进步，还通过企业研发和迁移对周边

地区产生了非线性的空间溢出效果。 



4 城市分布式新能源的空间利用约束诊断 

城市分布式新能源的供给与需求遵循着两种不同甚至相悖的空间逻辑。供给

潜力的空间分布，主要由物理几何逻辑主导，其关键变量是建筑形态、密度、朝

向、遮挡等，这些是城市设计和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直接产物。而需求负荷的空间

分布，则主要由社会经济活动逻辑主导，其关键变量是土地利用功能、居民生活

方式、通勤模式等，这些是经济组织和社会行为的空间投射。 

这是由于，传统的城市规划在组织空间时，往往优先考虑社会经济效率或生

活便利性，而鲜少将能源生产的几何条件作为核心约束。这种规划逻辑的惯性，

导致了城市形态在能源维度上的缺陷：一个在经济功能上高效、在居住环境上宜

人的城市片区，可能恰恰是一个在能源自给上效率低下的空间。这种供给与需求

在逻辑上的分歧，构成了城市中分布式可再生能源供需错配问题的根源。 

分布式新能源的供给潜力和能源需求在空间格局与时间序列上的不一致，构

成了供需错配的核心问题。这一问题不仅是技术和经济层面的挑战，更在城市和

区域空间中引发了一系列深刻的矛盾与冲突。 

4.1 供给和需求的时空错配 

城市分布式新能源的供给潜力与消费负荷在空间和时间维度上存在显著的

异质性，形成了“源荷分离”的格局。分布式新能源通常以就近、就地消纳为主，

但因城市功能分区差异，高产能空间与高耗能空间存在显著地理分离，导致能源

传输损耗增大。这种时空错位不仅削弱了分布式能源的经济性，还对局部电网的

稳定性构成挑战，成为制约城市能源系统整体效率提升的瓶颈。为系统性诊断这

一问题，可将城市空间依据“新能源供给潜力”和“能源需求负荷”两个维度，

划分为以下四种典型的“源荷错配”类型（图 2）。 

首先是“产能富余区”，即高供给-低需求的城市郊区和新开发区。典型代

表包括大型物流仓储基地、低密度独立住宅区和市郊大型风光电基地等，大面积

连续屋顶、独立的屋顶产权和优越的日照条件使得其成为发展分布式系能源的重

点区域。但这些空间本地能源消费强度相对较低，难以就地消纳其巨大产能，甚

至导致弃光、弃风等问题，造成能源浪费[40]。 



 
图 2 城市分布式新能源供需“空间错配”类型示意图 

其次是“源荷整合潜力区”，典型空间包括屋顶空间较大的办公楼、医院、

会展中心等公共建筑以及能源需求强度高的产消一体化新兴工业园区，这类空间

能源需求大、发展分布式新能源的潜力高，是实现供需平衡的理想载体。然而，

该区域也面临着新能源生产和消费的时间节律错配问题。分布式新能源的生产存

在间歇性和波动性，如太阳能仅在白天发电，风能受气象等因素影响，发电较不

稳定；而城市的能源需求则存在明显的峰谷特征，如居民区早晚间用电高峰、商

业区白天用电高峰[42]。这种日内波动导致白天可能出现电力过剩而夜间短缺的

现象，意味着即使在总发电量与总需求量相当的情况下，瞬时功率也难以平衡，

给电网的稳定运行带来巨大压力[43]。 

再次是低供给-高需求的“产能赤字区”，这是城市能源供需矛盾最尖锐的

区域。这些空间人口密集、经济活动强度高，能源需求巨大，但其物理空间形态

却严重限制了新能源的在地生产。该区域主要包括三类典型空间，一是高密度老

旧住宅区，人口密度大，能源消耗强度高，但受制于建筑结构安全、屋顶产权分

散、楼间阴影遮挡等因素，分布式新能源安装困难；二是高密度商业核心区（CBD），

其林立的高层办公楼宇构成了城市能耗热点，但高容积率和遮挡效应使得单位土

地面积的有效光伏利用率降低；三是高负荷交通空间，其道路网络和枢纽因承载

巨大的交通流量和维持系统运行的基础设施而构成局部能耗高点，而其线性的空

间形态决定了其在地发电潜力较小。因此，这些区域深度依赖外部电网的持续输

入。 

最后是低供给-低需求的“供需双低区”，主要由生态或文化敏感区构成。 

这部分空间涵盖城市绿地、公园以及历史风貌保护区，因其重要的生态景观或文



化价值而受到严格的开发管制，新能源设施部署受限，供给潜力低下。虽然部分

前沿实践将能源生产与城市景观功能深度融合，构建“产能景观”[44],[45]，但其

生态与文化保护的主导功能，以及设施小型化、分散化的特点，决定了这些区域

无法成为能源供给的主力。同时，这些区域通常不承载高强度的经济社会活动，

能源需求也相对较低。它们虽非当前能源供需矛盾的焦点，但构成了城市能源规

划中必须尊重的“刚性约束”。 

4.2 城市空间形态对供需平衡的双重制约 

城市分布式新能源的供需平衡，不仅受制于其供需错配的格局，更受制于城

市空间形态等影响因素在供需两侧存在的内在矛盾。城市形态的集约化，虽然在

节约能源需求侧有积极作用，但往往以抑制能源供给潜力为代价。将城市密度、

容积率、土地利用混合度及物质空间形态等关键影响因素进行对比分析，可以更

直观地揭示其对城市能源供需两侧的矛盾。 

首先，城市密度的提升在节约城市能源需求的同时抑制了新能源的生产。从

需求侧看，以高密度为特征的紧凑城市，通过缩小职住距离、优化公共交通网络，

能够降低整个城市的能源消耗，尤其是交通能耗[46]。同时，高密度开发也有利

于供热、供冷等能源基础设施的集中高效布局，减少输配过程中的损耗。然而在

供给侧，高密度的开发却对分布式能源的生产潜力构成了严峻制约。不断缩小的

建筑间距加剧了楼宇间的阴影遮挡，严重削减了建筑屋顶和立面可用于光伏发电

的有效面积和时长，从而抑制了整个区域的在地能源生产潜力[47]。总之，正是

这种根本性的矛盾，在空间上塑造了―产能赤字区‖与―产能富余区‖的巨大分异。 

其次，建筑容积率则从建筑的微观尺度进一步加剧了上述矛盾。在需求侧，

高容积率虽是实现城市紧凑、享受其节能效益的必要手段，但超高层建筑本身因

其高密度办公、商业等功能的供暖、供冷和基础电力需求，具有更高的设备运行

能耗。在供给侧，容积率的提升直接导致了屋顶面积相对于总建筑面积的比例急

剧下降。这意味着，尽管能源需求随着建筑体量的增加而集中，但单位建筑面积

可摊分的在地供给能力却被严重稀释。研究表明，在相同密度下，容积率从 1

提升到 2.5，分布式光伏的自给率降低了 6.4%
[42]。这种矛盾使得高容积率的城市

核心区极易成为供需缺口最大的―产能赤字区‖。 

与密度和容积率的强矛盾性不同，土地利用混合度则展现出显著的协同效应。 

从供给侧看，功能混合区的能源设施可在不同用户间分时共享，从而提高供给侧

设施的整体利用率和经济性。从需求侧看，商业的日间用电高峰与住宅的早晚高

峰可以相互叠加、互为补充，有效平滑整体负负荷曲线，起到―削峰填谷‖的作用，

从而降低对电网的冲击。因此，提高土地利用混合度是化解矛盾、促进供需耦合

的关键空间策略。 

此外，物质空间形态的影响也呈现出复杂的两面性。在供给侧，新建或高品

质建筑因其更优的结构承载力、预留的安装空间以及良好的技术兼容性，具备更

高的供给潜力；老旧建筑则因结构安全、产权分散等问题，潜力释放受限。在需

求侧，老旧建筑因保温隔热性能差、设备能效低，通常是城市中的能耗高点；而



新建建筑虽普遍采用节能设计，但也可能因智能设备增多、居住面积扩大而提高

能源消费需求，未必能实现预期的节能效果。这种供给潜力与需求效益的不确定

性，直接导致了老旧住宅区“高耗低产”的典型困境，同时也解释了部分新建区

域虽具备高供给潜力，却仍可能因高品质生活带来的高能耗而难以实现净零排放

的复杂局面。 

表 1 城市空间关键因素对供需两侧的矛盾影响 

影响因素 对供给侧的影响 对需求侧的影响 空间表现 

城市密度 抑制：建筑间距缩小，阴影遮

挡加剧，削减太阳能潜力。 

节约：缩短通勤距离，降低交

通能耗；利于基础设施集中高

效布局。 

城市中心—产能

赤字，郊区-产能

富余 

建筑容积率 抑制：可用于布置能源设施的

屋顶面积减少，降低供给能

力。 

增加：提高能耗集中人口与经

济活动，但高容积率建筑自身

运行能耗更高。 

高密度商业核心

区—产能赤字 

土地利用混

合度 

促进：能源设施可分时共享，

提高利用率与经济性。 

优化：用能曲线互补，实现―削

峰填谷‖；减少长距离通勤。 

是构建“源荷整

合潜力区”、实

现动态平衡的关

键空间策略 

城市物质空

间形态 

分化：新建/高品质建筑生产

潜力大；老旧建筑生产潜力受

限。 

分化：新建建筑自身节能，但

存在高能耗设备和生活方式；

老旧建筑能耗高。 

老旧住宅区—高

耗低产 

5 面向分布式新能源供需平衡的城市空间优化策略 

5.1 城市空间利用的多尺度调控 

面对分布式新能源带来的供需错配与空间冲突，城市空间优化应从被动适应

转向主动塑造。欧洲的经验表明，若缺乏有效的供需协同规划，超前的供给投资

与不确定的需求增长之间可能产生巨大的财政风险与系统性低效[48]。因此，应

该通过在城市结构、土地利用和城市物质空间三个尺度上进行系统性的调控与重

组，缩短能源流动的时空距离，促进生产与消费的高效耦合。 

一是构建多中心、组团式的分布式城市结构。这是应对“源荷分离”问题、

促进能源供需平衡和提升能源系统韧性关键路径。传统的单中心、蔓延式的城市

结构导致能源需求高度集中，长距离输电损耗巨大且系统脆弱性高。因此，通过

国土空间规划引导城市向多中心紧凑型模式发展至关重要。这一理念在全球先进

的城市规划实践中得到广泛印证，新加坡和上海都提出了多中心的智慧城市能源

治理模式[48]，意大利萨伦托半岛的多中心结构也有助于其可持续能源系统的发

展[46]。这种多中心结构通过构建多个功能相对完善、职住平衡的城市次中心或

“组团”，实现了风险与管理的分散化。每个组团可视为一个本地能源社区，内



部都包含居住、就业和公共服务，能形成独立的能源微循环，并通过内部精细化

规划实现动态供需平衡。多中心结构将就业、商业和公共服务功能分散到多个城

市次中心，通过促进职住平衡降低跨区域交通能耗[51]，城市多中心性每增加 1%，

碳排放量减少 3.5%
[52]。同时，分布式模块化结构能够增强系统韧性，可隔离极

端天气或设备故障引发的能源系统中断，避免集中式系统的连锁瘫痪风险。此外，

各组团可基于本地资源禀赋建立独立且互联的能源系统，优先实现能源就地生产

与消纳，减少跨区域能源输送损耗。 

二是推行多功能混合的土地利用模式。这是在能源需求侧实现平滑用能曲线

的关键手段。单一功能的土地利用，其能源消耗模式单一且峰值明显，给电网带

来巨大压力。多功能混合土地利用模式通过社区尺度上居住、商业、办公及文娱

功能的紧凑复合布局，一方面能够通过缩短出行距离直接降低城市交通领域的能

源消耗，根据估算，城市公交分担率每提升 1%，便可降低城市总能耗的 0.07%

至 0.08%
[53]。另一方面，通过整合不同功能的互补性能源消费节律实现能源负荷

的“削峰填谷”。商业办公区的日间用电高峰与居住区早晚高峰叠加后可形成平

滑的综合负荷曲线，显著削减峰谷差，实证研究也证明了混合功能社区在负荷平

滑上的有效性[54]，通过融入绿色建筑实践，混合用途开发项目可将能耗降低高

达 30%。此外，在混合功能区内，储能、充电桩等能源基础设施可以被不同类型

的用户分时共享，从而提高能源供给设施的整体利用率和经济性。 

三是城市物质空间的精细化调控，这是化解城市密度在能源供需两侧的内在

矛盾的必要途径。空间优化需从单纯控制容积率指标，转向对建筑三维形态的综

合设计，并对新建与存量建筑采取差异化策略。对于新建建筑，调控核心在于形

态的前瞻性引导，寻求能源效益最优的阈值密度。例如，容积率介于 1.5 至 2.5、

建筑高度在 7 至 27 层之间时，社区的能源效率可能达到最高[53]。以阿布扎比某

社区为例，通过优化建筑间距等密度相关参数，建筑能耗最高可降低 10.5%
[55]。

对存量建筑，则应该推行―能源化更新‖来深入挖掘其新能源生产潜力。这要求大

力推广建筑光伏一体化（BIPV）技术并通过结构评估、轻量化组件应用及保温

性能提升，综合改善其能源表现。同时，将能源利用空间从二维屋顶拓展至三维

立面与附属空间，并根据工业、公共、居住等不同建筑类型分类施策，系统性推

进其能源化改造。精细化的设计能使城市空间在维持合理开发强度、享受交通节

能效益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留能源生产潜力。 

为了使上述多尺度调控策略更具针对性，避免“一刀切”的规划模式，应该

针对不同类型的空间“对症下药”。具体而言，针对高密度建成区等“产能赤字

区”，其优化核心应聚焦于需求侧管理和微观空间潜力挖掘，包括推行更严格的

建筑能效强制标准、在城市更新中大力推广 BIPV 技术以及实施需求响应激励等

政策。而对于郊区工业园等“产能富余区”，策略重点则在于提升就地消纳能力

和优化能源输配，可通过前瞻性地规划储能设施、引导高负荷产业布局以及构建

区域级智慧微电网等手段实现。对于具备源荷匹配潜力的“源荷整合潜力区”，

关键在于通过平滑负荷曲线和提升系统灵活性来释放其潜力，例如鼓励土地功能



混合、推广分时电价以及配置社区级储能设施。这种基于诊断的差异化策略组合，

是推动城市空间优化迈向精准化、系统化治理的关键。 

5.2 城市空间利用的多维度治理 

有效的空间治理与管控是引导分布式新能源有序发展、化解空间冲突、实现

供需高效匹配的关键。世界各国在实践中探索了多样的政策工具与治理模式，为

我国提供了宝贵经验。 

宏观治理的核心在于实现能源目标与空间规划的整合。这要求在国家立法层

面，明确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的空间利用优先权，为潜在的土地利用冲突提供裁决

依据。德国通过其标志性的《可再生能源法》，从国家立法层面确立了可再生能

源发展的优先地位，为解决可再生能源项目与生态环保之间的选址冲突提供了强

有力的法律依据[57]。日本政府则根据《离岸可再生能源发电法》划定并授权特

定的沿海区域用于风电开发，为大规模项目提供了明确的空间指引[58]。参考国

际经验，须将能源规划深度融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通过系统性的资源潜力评估，

划定能源开发的优先区、适宜区与限制区，使能源要素成为决定城市形态与土地

利用布局的前置性与约束性指标，为分布式新能源的有序发展提供稳固的制度保

障。 

分布式能源部署的最终落地，尤其是在产权分散、人口密集的建成区，高度

依赖于微观层面的社区参与。丹麦作为推广社区风电的先驱，其成功关键在于通

过成立集体经济组织、推广居民入股等方式，建立了创新的所有权与利益共享模

式[60]。这种模式将当地居民从潜在的反对者转变为项目的受益者和所有者，有

效化解了“邻避效应”，为分布式能源的落地扫清了社会障碍。通过建立社区所

有权和利益共享机制，将本地居民从能源项目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项目所有者与

直接受益者。这种利益协同的模式，能够极大提升项目的社会接受度，是克服产

权碎片化障碍、在城市更新与社区改造中成功嵌入分布式能源系统的关键所在。 

总体而言，面向供需平衡的城市空间优化是一个系统工程。它要求将多尺度

的空间调控与多维度的治理手段紧密结合，通过构建分布式城市结构、推行混合

土地利用、精细化调控物质空间，并辅以顶层规划整合与底层社区赋能，进而破

解供需错配难题，推动城市向低碳、韧性、高效的能源自给模式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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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riven by the 'dual carbon' goals, the disconnect between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urban distributed renewable energy and the lagging nature of traditional urban spatial planning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exacerbating the problem of spatiotemporal mismatch in energy 

supply and demand. This study aims to systematically explore pathways for urban spatial 

optimization oriented toward supply-demand balance. Following a logical framework of "pattern 

analysis—factor diagnosis—strategy formulation," to integrate existing research, firstly, this study 

summarizes the "source-load separation" pattern between energy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spaces revealed in the literature; and secondly identifies multi-scale influencing factors on 

distributed renewable energy supply and demand, diagnosing inherent contradictions in key spatial 

elements (e.g., urban density, floor area ratio) between suppressing supply and conserving demand. 



Finally, building on a critique of existing strategies, this study construct an integrated optimization 

framework combining multi-scale spatial regulation and multi-dimensional governance, including 

polycentric urban structures, mixed land use, refined physical spatial, macro-level planning 

integration, and micro-level community coordination. This study provides a systematic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scientific reference for synergizing distributed renewable energy with urban 

spatial development and facilitating high-quality urban transformation. 

Keyword: Urban spatial; Distributed renewable energy; Supply-demand balance; Spatial 

optimization 

 


